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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年代日本侵華史研究評介*

陳太勇

［提　 要］ 　 關於 1920 年代的日本侵華史研究，日本學界雖然做了大量實證研究，但因史觀限制與

政治影響等因素而存在諸多缺陷，學術政治化現象較為嚴重，在檔案使用上時有選擇性與片面性，

不時以“實證”為幌子來歪曲和篡改歷史，從而形成了辯護式與迴避式並立的二重研究範式。 這一

範式所構建的歷史認識與評價尺度能否進行理性的歷史闡釋，尚需考證。 英美學界並無日本侵華

史的專題研究，現有成果主要以大國間的外交互動與在中國問題上的協調為研究對象，宏觀考察尚

可，微觀實證不足，對華盛頓體制的殖民性質與帝國主義性質缺乏深刻反思。 國內學界因研究人員

不足及史料欠缺等諸多原因，迄今尚未系統利用日本軍政兩界的原始檔案展開深入的實證研究，僅

利用日方的片段史料及中方文獻進行過零星散碎的個案研究，支撐史料不足，缺乏說服力。

［關鍵詞］ 　 1920 年代　 日本侵華史　 微觀實證　 宏觀考察　 歷史闡釋

［中圖分類號］ 　 K26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9)03⁃0183⁃11

1920 年代是日本全面侵華的準備期，該時期的侵華史研究對於 1930 年代全面侵華史及抗戰

史研究而言，無疑是一個重要補充，對探討 1930 年代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原因、準備及國際環

境等均有特殊意義，也可為學界瞭解日本軍國主義崛起後日本侵華政策的演變軌跡及中日關係的

發展進程提供重要參考。 本文就日美英學界及國內學界對 1920 年代日本侵華史的實證研究與宏

觀考察進行系統梳理，擬構繪一幅該時期日本侵華史研究的全面圖景，但亦無法將國內外的相關成

果鉅細無遺地逐一評價，挂一漏萬之處，尚期方家指正。

一、日本學界二重實證研究範式的形成

（一）戰後辯護式實證研究範式的興起

明治維新使日本邁入了近代化的門檻，西方的蘭克實證主義史學也隨之被引入日本史學研究

的各個領域，被實證主義史家奉為圭臬，用永原慶二的話來說就是“明治以來史學研究的主流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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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號：１８ＢＳＳ０３６）以及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第 ６５ 批面上資助項目“戰間期日本侵華政策研究（１９１９ ～
１９３１）”（項目號：２０１９Ｍ６５３４５９）的階段性成果。



實證主義”①。 然而，戰後日本實證主義史學研究卻存在著“禁地難入、過猶不及、以假害真”的三重

困境。②其中，“以假害真”的歷史闡釋模式尤為盛行。 雖然“大部分的日本歷史研究者堅持追求史

料的真實性，但在歷史觀上卻常為時局左右，罕能堅守實證主義歷史觀。”③因民族意識形態的羈絆

與迎合國家歷史認識的需求，日本學者總是有意無意地迴避探討重要的歷史問題，鼃音閏位，以
“實證”為幌子不斷為侵華翻案，學術政治化現象日趨嚴峻，辯護式實證研究範式逐漸興起。

細谷千博首開戰後辯護式實證研究之先河，認為日本之所以打破華盛頓體制，發動戰爭，雖然

有蘇維埃革命外交及日本反華盛頓體制勢力抬頭的影響，但最終迫使日本打破華盛頓體制的束縛、
掙脫軍縮條約限制的最大原因乃中國的國民革命運動。④細谷撓直為曲，斫方為圓，歷史認識嚴重

錯位。 臼井勝美則一味頌揚幣原對華外交的“絕對不干涉主義”。⑤清水秀子認為日本的對外擴張

是正確的，華盛頓會議不過是美英重返東亞後對日本的戰後總清算，日本外交在美英的遏制與強壓

下被迫進行自我修正。⑥而實際上，日本“被迫”修正後的外交仍然是帝國主義侵略外交，清水秀子

對日本的擴張本質缺乏正確認知，對華盛頓會議後日本推行“協調中的擴張”政策缺乏客觀認識。
松田弘貴認為，日本外交應順應時代特徵，遵循華盛頓體制的基本原則，摒棄舊外交的歷史局

限，主動進行自我修正，方能走上正軌。⑦麻田貞雄對日本外交的認知與松田弘貴頗有出入，他從國

家間政治與大國博弈的角度出發，認為 1920 年代國際環境的基軸乃華盛頓體制這一日美英三大國

間的協調機制，日本外交在“舊”與“新”的夾縫中趑趄不前，在“理想的和平”、“反抗的孤獨”與“大
國的協調”中進行理想與現實的交媾。 麻田強調，雖然反華盛頓勢力在日本陸海軍中根深蒂固，但
華盛頓會議後，日本主流外交最終轉向了國際協調主義。⑧麻田強調的協調乃日本與美英在中國利

益分配上的協調，有意忽視了日本在“與國協調”中不斷加大對華擴張的史實，一味鼓吹華盛頓體

制這一大國協調機制對東亞國際關係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然而，二戰後處於優勢地位的馬克思主義史家對華盛頓體制的評價並不高。 小池聖一認為華

盛頓體制並不是 1920 年代日本被國際社會孤立的發端，彼時日本作為軍事強國完全自立於英美，
而作為經濟弱國又不得不依附英美，這才導致日本的對外政策隨之分裂為“亞洲門羅主義”與“英
美協調主義”。⑨雖然戰後馬克思主義史觀在日本史學界具有一定的影響力，但對華盛頓體制所起

的積極作用及肯定評價並不多見，這一狀況一直持續到 1970 年代國際關係解凍，馬克思主義史學

式微，日本主流學界方才出現了不同的聲音，實證主義史家們方才開始從“緊張緩和”的側面來關

注華盛頓體制的作用。⑩但是其研究均對日本的對外擴張缺乏正確的認識，過度強調華盛頓體制對

東亞國際關係的“積極作用”，細谷千博認為日本“新外交”模式必須以華盛頓體制這一大國間的合

作體系為基礎，方能實現東亞國際政治新秩序的重建。同期的三谷太一郎提出了“戰後外交轉換

說”，服部龍二提出了“勢力圈外交連續說”。 三谷認為一戰後的東亞國際關係正在從大英帝國治

下的和平過渡到美國治下的和平，20 年代乃這一世界霸權構造的轉換期，轉換期日本外交的基軸

乃對美協調，為此才不得不改變傳統的對華政策。但服部對三谷的“外交轉換說”提出了質疑，認
為原敬內閣在新四國銀行團的組建過程中輕視了美英法三國的共同決定，從而導致威爾遜政權的

對日不信任日漸加劇，致使一戰後初期的日美關係急劇惡化，日英矛盾也隨之凸顯，這才使美英竭

力遏制日本，加大了同日本在中國的角逐力度，為擺脫國際孤立，日本外交必須巧妙地繼承“勢力

圈外交”的傳統模式。服部龍二所謂的“勢力圈外交”即結盟外交，只有與強者為伍，以雙邊同盟為

對外擴張的國際支柱，才能不斷擴大對華侵略，攫取對華優勢地位。
（二）專題事件上迴避式研究範式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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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戰後初期對華經濟擴張一題上，三谷太一郎的“戰後外交轉換說”強調無論日本喜歡與

否，都不能否認當時的美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和黃金儲備量最大的國家。 “滿鐵”與
“東拓”這些對華經濟擴張國策公司的融資，必須依賴美國的扶持，無論是新四國銀行團的成立還

是在華盛頓會議上的妥協，都有著美國對日資本輸出的深刻背景，日本的對華擴張必須轉向為對美

協調下的隱性滲透。副島円照認為，由日本財界最頂端勢力組成的“日華實業協會”基於內閣建議

修正了對華擴張戰略，標榜“不干涉主義”，要求“撤回”山東鐵道守備隊，無條件撤退漢口駐屯軍，
但同時又大力讚揚日本政府對 1923 年中國回收旅大運動、排日運動、對日經濟絕交等的強硬鎮

壓。副島円照既賣矛又售盾，一方面竭力迴避對“不干涉”下的“干涉”進行探討，大力鼓吹對華經

濟擴張上的“戰略收縮”，一方面又極力頌揚原敬內閣對華的強硬態度及武力擴張。
關於“琿春事件”及間島出兵，林正和只著重交代了兩次“琿春事件”的經過，及中日兩國圍繞

“琿春事件”的善後交涉，隻字未提日本收買豢養馬匪、自襲琿春分領館、出兵間島的政策意圖，有
意迴避了日本自導自演、挑起事端、入侵間島、企圖長期駐兵東滿的事實。佐佐木春隆對日本連續

製造“琿春事件”的意圖避而不談，一味強調馬匪和“不法朝人”對琿春分領館的襲擊及日本在事件

中的損失，所述事實和所示數據與中方史料出入較大，對日本出兵間島、發動慘無人道的“庚申年

大討伐”、製造駭人聽聞的“獐岩洞慘案”一帶而過。 東尾和子大為淡化了日本製造事端入侵東滿

的行徑，甚至有為日本出兵間島辯護的傾向。

關於干涉北洋軍閥混戰一題，日本主流史學界主要以幣原的“協調外交”和政黨的“中立外交”
為切入點，一味強調日本對中國內戰的所謂“不干涉”政策，對“不干涉”下的干涉視而不見。 池井

優提出了“雙重外交”的概念，強調外務省對兩次直奉大戰皆“嚴守中立”，大力鼓吹幣原對華外

交的“不干涉主義”。關靜雄與波多野勝一味鼓吹幣原的“國際協調主義”，避而不談日本對中國

內戰的積極干涉。臼井勝美強調幣原對 1925 年反奉戰爭“嚴守中立”，刻意迴避了日本軍政兩界

對郭松齡兵變與國奉戰爭的積極干涉。

在日本與郭松齡反奉的關係問題上，江口圭一雖對灤州兵變後日本軍部、關東軍及外務省的應

對有過較為詳細的論述，但幾乎都是以《舊陸海軍關係文書》為史料基礎，並未使用外務省記錄、防
衛省密記及《日本外交文書》等重要史料，對軍部與外務省從最初的意見分歧到最後的意見合流、
適機出兵這一干涉政策的演變過程避而不談。林正和以奉軍隨軍醫師守田福松的手記為切入點，
對郭松齡起兵後，守田在張郭之間的斡旋調停進行了詳細論述，有意迴避了日本軍政兩界的積極干

涉，更是隻字未提日本援張倒郭的政策意圖。佐藤元英雖然陳述了加藤內閣的派兵決策與關東軍

的警告這一事實，但認為日本政府出兵奉天僅為保護在滿日人，對日軍的在奉行動極為自制，竭力

為幣原的“不干涉主義”進行“實證”辯護。關靜雄一邊高唱幣原外交的“不干涉主義”，提出了“援
奉否定論”，一邊又極力強調滿蒙權益的重要性，提出了“滿蒙權益維護論”，認為日本出兵奉天僅

僅是為了維護滿蒙權益不得已而採取的“自衛之策”，完全否定了日本軍政兩界對反奉戰爭的干涉

史實。波多野善大則以俄國革命後東北亞國際關係的演變為切入點，把奉張（作霖）與郭（松齡）
馮（玉祥）的對立歸演為日蘇鬥爭激化的必然結果。雖有一定新意，但有偏離史實之嫌。

在干涉國民革命與北伐戰爭一題上，日本學者更是以偏概全、削觚為圓，造成了歷史闡釋及歷

史認識的雙重混亂。 衛藤沈吉認為廣州國民政府的反帝運動破壞了幣原對華“友好外交”好不容

易才結出的果實，田中義一藉機推翻了幣原外交，採取對華積極政策，以武力干涉北伐。馬場明認

為田中內閣出兵山東僅僅是為了保護日僑，其對北伐持鮮明的支持態度，出兵後仍嚴格約束日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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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實行所謂的“對華協調”，後因北伐受挫，才擬撤軍。馬場明以“實證”為幌子篡改歷史，竭力宣

揚田中內閣對北伐的“有力支持”。 大山梓從日本海軍軍艦外務令及保護日僑的觀點來考察南京

事件，強調遣外海軍所謂的“協調立場”及“協調職責”，大力鼓吹幣原外交的“協調主義”，刻意迴

避了遣華海軍在“南京事件”中所起到的“積極作用”。臼井勝美則避談田中內閣對北伐的干涉，
極力為日本出兵山東、射殺國民革命軍、製造“濟南慘案”等進行“實證辯護”。從衛藤沈吉到馬場

明，從大山梓到臼井勝美，這些所謂的“實證主義史家”一面迴避探討日本對中國內政的積極干涉，
一面竭力為日本軍國主義樹碑立傳，從而形成了辯護式與迴避式並立的二重實證研究範式。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也有少部分日本學者能夠謹守實證主義史觀，進行理性的歷史闡釋和歷

史書寫。 藤井昇三對華盛頓體制下日益高昂的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給予了某種程度的理解和肯定，
對日本干涉中國內政有一定程度的批判。井星英在《昭和初年山東出兵問題點》系列文中較為客

觀地論述了日本軍部的好戰性、濟南事件的起因，在日軍謀殺外交人員蔡公時等問題上的立場較為

客觀。黑澤文貴也對日本的舊外交和東亞政策提出了一定程度的批判。但日本主流史學界能理

性評價日本侵華史實的學者並不多見，大部分日本學者都具有殖民史觀，師心自用，肆於人上，其所

建構的闡釋模式完全脫出了歷史評價的普遍性範疇，致使荒謬的歷史認識獲得了生存空間，客觀的

歷史闡釋難以彰顯。

二、美英學界的宏觀考察範式

美英學界並無日本侵華史的專題研究，現有成果主要以美、英、日等大國在遠東國際關係上的

外交互動以及在中國問題上的利益協調為研究對象，對 1920 年代的遠東國際關係、大國博弈、美日

關係、英日關係以及日本與英美的協調路線等進行了宏觀考察，但並未對該時期的日本侵華史展開

過實證性的專題研究。
日裔學者入江昭屬於美國史學界研究美國與東亞關係的年輕一代。 此前，費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賴世和（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歐內斯特·R. 梅（Ernest R. May）以及多蘿茜·伯

格（Dorothy Borg）等已經耕耘多年，在美亞關係史的研究上取得了顯著成就。 但入江有自己獨特

的優勢，能夠熟練使用英、日、漢三種語言進行跨語系研究，這一文化“混血兒”的特質使入江具有

了較為寬廣的國際史視野，對國際關係的文化解釋獨闢蹊徑，從而奠定了作為美國當代最傑出的國

際關係史家之一的學術地位。 入江在《帝國主義之後：1921～ 1931 年對遠東新秩序的探索》一書中

構建了一個遠東國際關係的解釋框架，開創了運用多國檔案及多種民間史料來研究日、美、英對華

政策的範例，對 1920 年代尤其是北伐戰爭時期日、美、英對華交涉重心的南移戰略進行了論述。 入

江認為 1920 年代日本對華政策的核心乃維護滿蒙權益、加大對北洋政府的外交攻勢、密切關注廣

州國民政府的北進戰略及國民黨內的派系鬥爭。 國共合作北伐後，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摸准了國

民黨派系鬥爭的脈搏，伺機利用了“溫和派”與“激進派”的矛盾，及時確立了“促蔣反共”之策，勸
說美英放棄了制裁蔣介石的行動，促蔣發動了“四·一二政變”。但入江又斷言沒有任何列強對

“四·一二政變”產生過積極的催生作用，堅稱“沒有根據指責美國政府支持或慫恿蔣介石發動政

變，美國駐華使領館人員對‘四·一二政變’幾乎一無所知。”這實乃以己之矛攻己之盾之言。
雖然費正清稱入江“並無文化偏見，具有超越文化界限的世界眼光，使用社會科學的研究方

法，在審視歷史記錄的時候，不擔心把人類整體的利益置於任何特定的國家利益之上”，入江本人

也宣稱“歷史學家應該超越自身的文化意識，突破美國固有的概念框架和意識形態霸權的束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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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志於推進對外關係研究的“去民族化”和“國際化”，但入江並未真正做到“超越國家層面的分析

而把整個世界視為研究的對象”。入江在《戰間期的歷史意義》一文中，對一戰後初期日本外交的

戰略轉向、參加華盛頓會議的“試金動機”、日本內閣及外務省圍繞參會與否而展開的爭論以及最

終形成的參會對策等進行了詳細論述，從“戰爭與和平”的角度對 1920 年代的時代特徵進行了定

義：就洛迦諾體制與華盛頓體制而言，國家間均勢的基點乃軍縮；和平的基礎乃發達國家間的政治

協調與經濟依存，主張歐美領導者應該努力維持國際新秩序，從而努力構建國際及國內政治新結

構。入江把美國化作為 1920 年代的體制標準，從大國主導國際秩序的視角來看待作為國家間均

勢這一傳統政策的華盛頓體制和日本的國際協調主義，過度強調大國間的相互依存與協調，忽視了

依存中的衝突與協調中的擴張，有鼓吹大國霸權之嫌。
美國歷史學家沃爾特·拉費伯爾（Walter Lafeber）認為日本對膠東、遼東半島等地不遺餘力地

進行資本輸出，在一戰後初期獲得了對華借款的壟斷權，但美國在 1920 年聯合英法組建了新四國

借款團，實行新的門戶開放政策，暫時遏制了日本的對華擴張，華盛頓會議使軍事上、經濟上處於劣

勢的日本不得不依附美國。1920 年代美國的經濟實力首屈一指，可謂“沒有哪個國家沒有感受到

美元的力量，也沒有哪個國家的政府在重要關頭可以把美國排除在考慮之外。”沃爾特對美國治

下的和平大加褒揚，強調美國時代來臨後日本外交被迫進行戰略收縮的無奈，忽視了日本在收縮中

滲透、在協調中擴張的史實，過分誇大了華盛頓體制對東亞國際關係的“積極作用”。
伊安·H·倪士（Nish Ian Hill）乃英國史學界從事日本外交史、日英關係史研究之翹楚，在日

本外交史及日英同盟研究上頗有建樹。以伊安為首的研究團隊利用日、英、美三國檔案，對 1919

年巴黎和會到 1943 年大東亞會議期間日本對外政策的演變軌跡進行了宏觀考察，對幣原外交迴避

國際敵對關係的“國際協調主義”給予了一定的肯定，就日本在英美回歸東亞後被迫進行戰略收

縮、暫時依附英美的本質訴求進行了論述，提出日本外交由“舊”向“新”轉變的本質乃實力不濟時

的戰略蟄伏，終極目的仍是推行大陸政策，達成對外擴張的國家目標。

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卡爾（Edward Hallett Carr）在《20 年危機（1919⁃1939）———國際關係研

究導論》一書中提出了國際政治學的基本要素之一就是權力的觀點，戰間期只是兩次世界大戰間

短暫的戰爭過渡，前 10 年充滿夢想期待，後 10 年轉入死寂，烏托邦是虛無的，如果不具有對現實的

影響力，也就不具備對疆域的影響力，權力永遠是一切政治活動的主要因素，沒有權力就沒有道

德。卡爾奠定了現實主義學派的基礎，但又提出了反現實主義的言論，米歇爾評價《20 年危機》乃
矛盾綜合之具化，是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之融合。

雖然美英學界對 1920 年代遠東國際關係的宏觀考察範式已初具雛形，但並無日本侵華史的專

題研究。 入江昭的研究起步較早，1960 年代美國外交檔案的陸續開放為其深入研究美國的對外政

策及美外關係提供了巨大便利，但日本軍政檔案尚未開放，入江雖然罄盡所能，用了能用的一切日

方檔案，但佔比不大，這就註定了其研究焦點仍是美、英、日等大國在中國利益分配上的外交博弈。
伊安團隊亦以英美檔案為主，日本防衛省密記、外務省記錄等核心檔案的使用率較低，研究對象仍

以大國間的外交互動及英、美、日等大國在中國問題上的協調為主。
顯然，戰後美英學者的研究主要是從華盛頓體制與大國利益分配的角度來解釋遠東國際關係，

他們認為華盛頓體制這一大國合作的殖民體制是合法的、有效的，合其利則揚，不合其利則貶，根據

國家利益的訴求變化不斷調整遠東國際關係的解釋框架，從而使大國治下的“和平理論”合理化。
正如吉爾平所說那樣：“同羅馬治下的和平一樣，英國治下的和平與美國治下的和平確保了一種相

781



對和平與安全的國際體系，英美創造並確保了國際經濟秩序的‘自由規則’。”顯然，戰後的美英學

者對華盛頓體制的侵略性質與大國利益分配的本質並無清醒的認識，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以強國

心態來解釋遠東國際關係與國際秩序，對華盛頓體制的殖民性質與帝國主義性質缺乏深刻反思。

三、國內學界片段散碎的個案研究

迄今為止，國內學界尚未系統使用日本軍政兩界的原始檔案對 1920 年代的日本侵華史展開過

深入的實證研究。 在專題研究上，因史料欠缺及研究人員不足等諸多因素，只在可行的範圍內盡可

能利用能收集到的日方片段史料及中方文獻進行了零星散碎的個案研究，支撐史料不足，缺乏說服

力。 在宏觀考察上，雖有不少學者對近代以來日本侵華政策的演變軌跡做了通史性的建構鋪陳，但
大都以二手文獻及非核心史料（如《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及《外務省の百年》）為闡釋基礎，
《日本外交文書》、《外務省記録》和《防衛省密記》等核心檔案僅為偶見之點綴，並未深入挖掘日方

軍政檔案。 且研究時間跨度過大，研究問題較為宏大，雖然對近代以來日本的對外擴張政策進行了

長時段的貫通性思考，在闡釋近代日本侵華政策的演變軌跡上有著比較宏觀的通史性的引領作用，
所提供的知識與見解也易於傳播和領會，亦有助於歷史教益的汲取，但微觀實證與個案研究並不詳

實，似有淺嘗輒止之嫌，諸多重要的歷史問題仍模糊不清，長期留存。

在日本與中國軍閥的關係問題上，婁向哲在《日本與直系軍閥》一文中對比了日本軍部特別是

關東軍對直系持有的極強戒心與外務省對吳佩孚較為柔軟的拉攏政策，剖析了軍部和外務省對直

系採取不同政策的分歧和爭論。李明在《奉系軍閥的形成與日本》一文中剖析了張作霖對東三省

的統一過程及逐鹿中原的野心，論述了日本對張作霖、張學良的人物觀及對策，揭示了日本擬把張

作霖培植成新的在華代理人、借奉張之手擴大對華侵略的政策意圖等。

對於日本與北洋軍閥混戰的關係問題，學界主要以國內政治與戰爭過程為研究對象，鮮見日本

干涉之新論。 來新夏《北洋時期的三次軍閥戰爭》（長春：《社會科學戰線》，2008 年第 9 期）、陳長

河《從檔案看 1922 年的直奉戰爭》（北京：《軍事歷史研究》，2002 年第 2 期）及《從檔案看 1924 年

的第二次直奉戰爭》（北京：《軍事歷史研究》，2003 年第 4 期）、叢曙光《兩次直奉戰爭結果迥異之

剖析》（瀋陽：《遼寧大學學報》，1994 年第 4 期）等文僅從國內政治的角度論述了直系與皖奉兩系

之戰，對日本干涉直奉大戰並未展開專題研究。 婁向哲在《北洋軍閥與日本》一書中提出了日本軍

政當局援奉抗直以維護滿蒙權益、積極干涉反奉戰爭的觀點，也使用了《舊海軍關係文書》與《密大

日記》的部分資料，但文獻使用並不規範，出處不詳，且無文件名與頁碼，無法循查該檔的具體內

容。拙文《第二次直奉戰爭時期日本策反馮軍始末》嘗試系統運用日本軍政兩界的原始檔案，對日

本利用直系內訌、通過駐華軍政組織的間諜活動成功策反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進行了詳細論述。

在日本干涉 1925 年反奉戰爭一題上，國內學界現有成果大都著眼於郭松齡反奉，尚未對三大

反奉戰爭進行過有機整合，只在可行的範圍內盡可能利用能收集到的日方片段史料及中方文獻進

行了零星散碎的個案考論。 鄺智文《從軍事角度重看 1925 年郭松齡反奉》一文偏重於敘述張郭戰

爭之經緯，並未涉及日本之干涉。顧明義《郭松齡事件與日本》一文認為日本在郭松齡反奉初期曾

經在援張還是援郭上躊躇不決，後因郭並不願滿足日方要求，日本最終決定援張，雖有新意，但並無

支撐材料，推理路徑稍顯簡單。張安慶《郭松齡倒戈反奉事件初探》一文雖然論及了日本對郭松齡

兵變的干涉，但並無日方史料的支撐。高紅霞《郭松齡倒戈失敗剖析》一文認為郭松齡兵敗並非日

本干涉，而是不願與友軍合作及性格缺陷所致，日本出兵僅為一個催化劑，雖有一定新意，但並未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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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挖掘日方原始檔案，無意中忽略了日本從本土及朝鮮出兵對破壞反奉戰線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拙文《日本軍部干涉郭松齡兵變始末》對日本軍部從“分段干涉”到“全面干涉”的政策演變，以及

關東軍、北支駐屯軍、獨立守備隊等駐華日軍的及時干涉等做了系統考察，揭示了日本軍部直接出

兵干涉中國內戰的本質訴求。

在中日共同研究層面，2006 年 12 月始，中日兩國學者開始了歷時三年的中日關係史共同研

究，於 2010 年 1 月公布了第一階段的共同研究報告，這是中日兩國第一次根據政府間協議進行的

共同歷史研究成果，2014 年 10 月，共同研究報告書在中日兩國同時出版。圍繞“日本的大陸擴張

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這一專題，日本學者服部龍二認為，在華盛頓體制下，列強在華均勢得以維

持，日本的大陸政策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與美英的協調成了日外關係的出發點。 但在中國收回國權

走向統一之際，日美英的對華政策出現了衝突，大國秩序構想開始分化，日本對東亞政治格局及列

強在東亞的利權博弈判斷失誤，從而走向了亡國之路。中日學者的學術環境不同，經歷與文化背

景各異，對史料的掌握與理解不一，即使是面對同樣的史料，在思維邏輯、研究方法等方面也存在差

別。日本學者側重於具體事件的經緯陳述，分析事件的客觀原因及決策過程，強調中日間不僅僅

只是戰爭，還存在各種各樣的選擇性與可能性。儘管如此，中日雙方發表的共同研究成果，在影響

中日關係最敏感的基本問題上取得了比較一致的觀點。然而，該共同研究的重心仍為 1930 年代

的中日戰爭，對 1920 年代日本局部侵華的諸多專題事件並未展開系統的實證探索。
國內學界之所以尚未對 1920 年代日本侵華史展開系統的實證研究，用李劍鳴先生的話來說，

是與研究人員不足、難以得到本土資源的有力支持、文獻資料嚴重欠缺、學術積累單薄、本土理論貧

乏有著分不開的關係，這些因素長期制約著外國史研究這一學科的學術性成長。在外國史研究

上，“無論是學科範圍的廣度，還是專題研究的深度，也無論整個世界史學科對世界學術的貢獻，還
是單個學術成果的世界影響，我國世界史研究的水平與外國相較還有相當大的差距。”顯然，作為

外國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日本史研究特別是 1920 年代日本侵華史的實證研究，國內學界的學

術貢獻仍甚為欠缺。 隨著互聯網的飛速發展，檔案史料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大幅的數字化和

縮微化，制約中日關係史及日本侵華史研究的資料瓶頸已被基本突破，但 1920 年代日本侵華史的

專題研究仍被有意無意忽視，學界關注的重點仍是 1931 年“九·一八事變”後的抗戰史研究，以及

戰時日本侵華決策等方面的史料研究。

四、1920 年代日本侵華史料利用與建設的反思

眾所周知，歷史研究發端於原始資料，誠如英國歷史學家科林伍德（R. G. Collingwood）所說：
“歷史學的出發點不是假設而是事實，即呈現於史家之前觀察到的事實。”科林伍德所指的事實即

歷史研究的對象，也就是原始的檔案史料。 “歷史學就意味著闡釋”，缺乏原始資料的歷史闡釋無

異於空中築樓，無基可夯。 史家在進行歷史闡釋的時候，“在找不到原始資料的地方，便什麼也做

不了。”一方面，因時代更替及戰火政亂等客觀原因，檔案史料難以“全面”掌握。 但另一方面，檔
案史料不足的現實性勢必帶來歷史評價的相對性，從而造成史家在構建和還原“歷史事實”時面臨

各種質疑與詬病。 因對 1920 年代日本侵華軍政檔案的收集不足，在進行專題研究時必然會存在許

多模糊不清的領域，對日本軍政高層在制定侵華政策時的若干政治活動和決策過程缺乏較為清晰

的認知，難以理清日本侵華政策的演變軌跡，對日本軍政兩界在侵華策略和干涉手段上的分歧與爭

端等細節亦會把握不全，甚或在一些自視瞭解的傳統研究領域也將產生諸多盲區，這不僅會導致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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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的誤讀，也會導致對史實的誤解。 一手史料的獲得性障礙，最終使以二手資料為闡釋基礎的歷

史書寫產生了不可彌補的依附性缺陷，這一缺陷不可避免地使其構建的闡釋模式和解釋框架脫出

了實證史學的原生性範疇。
對史家而言，真實的史料就是未被修改過的文獻記錄，只有以真實的史料為基礎，方能理性地

闡釋和保護“過去”。 因歷史觀的限制，日本的一些史料彙編並未真實地記錄“歷史事實”。 如日本

陸軍參謀本部所編《昭和三年支那事變出兵史》及“中支被難者聯合會”所編《南京漢口事件真相：
楊子江流域邦人遭難実記》等“史料”嚴重誇大日人在“南京·漢口事件”中於長江流域等地的被害

情況，選擇性地記錄部分“過往”，企圖嫁禍中方，以使其山東出兵合法化。 而不少日本學者在進行

“實證”研究時，往往以這些尚待考證的史料彙編為闡釋基礎，以“部分過往”代替“真實過往”。 雖

然“富有爭議性的事實才是真實的事實”，但所有的事實“無一例外都是歷史學家認識主觀性與歷

史事實客觀性相結合的產物”，而日本學者往往以一些荒謬難稽的“實證”和“富有爭議的事實”
為幌子來歪曲和篡改歷史，“部分研究甚至導向了錯誤的方向，並成為日本右翼歪理邪說的所謂

‘學術依據’”。 對檔案史料的片面性、選擇性利用，必然導致“實證史家”的書寫模式陷入狹隘的

史料理解與錯誤的歷史闡釋之中，難以揭示真正的歷史細節。
雖然戰前日本侵華軍政檔案一部分毀於戰火，一部分流失於海外，但大部分史料仍然完好無損

地保存了下來。 檔案文獻的豐富，不僅使研究者可以直接使用充足的一手史料，還可以借助於多國

檔案進行史料的甄別和考證，從而提高歷史敘事的準確性和歷史解釋的豐富性。近年來，中日兩

國在檔案史料的建設上取得了巨大進展，亞洲史料中心的全面開放以及外務省外交文書的數字化

與在線化，使日方史料的收集進一步易化，琉球大學、滋賀大學、神戶大學等高校的附屬圖書館以及

北海道立圖書館與文書館也開放了部分在線資源，但這些在線資源僅僅是日本侵華史料的一部分，
還有相當一部分檔案史料保存於東京外交史料館、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國立公文書館、國立國會圖

書館以及美國國會圖書館等。 另一方面，雖然近年來“抗日戰爭與近代中日關係文獻數據平臺”以
及中外相關抗戰數據庫的建設均在不斷提高和豐富，但大都為 1930 年代的抗戰史料，1920 年代的

日本侵華史料仍較為稀缺。 很多珍貴的民國檔案要麼毀於戰火，要麼藏於台北“中研院”（內地學

者赴台查檔難度較大），部分遺檔散存於各地方檔案館（局），有些地方檔案館（局）出於各種考慮，
至今仍未開放相關的民國檔案。 民國檔案的欠缺，必然導致學者無法通過中日檔案的對比印證來

甄別日方史料的真偽，訂正訛誤，駁斥日本學界的種種謬論，這些因素使得 1920 年代的日本侵華史

料建設仍然任重而道遠。
“歷史研究並不是對過去的研究，而是對過去留存至今的歷史痕跡的研究。”1920 年代乃日

本全面侵華的準備期，侵華事實之所以客觀存在，不僅在於當下歷史研究中所延展下來的歷史痕

跡，更在於檔案史料中的那些“真實過往”，檔案史料對學者重新建構歷史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迄今為止，國內鮮有學者嘗試對該時期的日本侵華史進行系統深入的實證研究，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之一就是檔案史料的蒐集及解讀難度過大。
雖然日本已陸續公布了戰前檔案，但因 1920 年代日本侵華軍政檔案的收集、整理、考證等工作

量繁雜巨大，加之該時期的史料大都以古日文或半古半白的文字成文，日本軍政首腦在制定政策、
發布指令、傳達訓示時大都採用行書或草書行文，字跡潦草，其後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又經檔案持有

部門的多次縮微複製，字跡愈發模糊，辨識度降低，使用難度增大，導致史家在考辯史料的“真實語

境”時面臨更大的困局。 另外，在特定歷史事件（諸如“琿春事件”、“南京事件”、“漢口事件”、“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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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事件”等）的史料記載與事實呈現上，日方檔案所記錄的數據與中方史料出入較大，學者擬通過

雙方檔案對比，準確統計數據、規避訛誤、考證史實難度也較大。
因此，如何加強史料建設、形成系統的史料庫與數據庫，如何全面收集、整理日方業已公布的史

料，在編譯與研究過程中如何考證史料是否真實地記錄了“歷史事實”，如何甄識史料的“真實語

境”與“虛假語境”，如何通過辭面上的“言內之意”準確詮釋辭面下的“言外之意”，如何正確解讀

日本軍政高層制定政策時的本質訴求和政治意圖，如何釐清日本軍政兩界侵華政策的演變過程，對
形成該時期歷史闡釋的價值體系和歷史書寫的話語體系，都具有極其重要的觀照和奠基作用。

結　 語

綜上所述，因歷史觀的制約、政治影響等客觀原因，以及日本右翼集團與保守勢力在歷史認識

問題上不斷製造障礙，諸如岸信介、佐藤榮作、小泉純一郎、安倍晉三等日本政治家並未尊重史家的

判斷，對歷史問題進行不負責任的表態，媒體又不斷煽風點火，斫方為圓，這些負面因素致使日本主

流史學界在歷史問題上並無原則性判斷的智慧，缺失客觀公允的歷史記憶，不能脫出學術政治化

“另類書寫”的怪圈，大部分學者所構建的歷史認識及評價尺度並不能理性地進行歷史闡釋。 美英

史家基於大國利益訴求及利權博弈所給出的歷史評判並非蓋棺之定論，對華盛頓體制下的遠東國

際關係解釋框架的構建，以及日、美、英在中國問題上的協調等歷史事實的認識和界定亦非確鑿之

辭。 而如何重新構建那些被日、美、英學界所忽略、遮蔽甚至有意剔除的歷史事實，對其進行合乎理

性的整理與書寫，是國內學界當下必須直面的難題。
首先，應培養該領域的高端研究人才，以全面推進該時期日本侵華史的微觀實證和宏觀考察。

其次，要全方位開展兩次大戰間日本侵華軍政檔案的收集、整理、翻譯及考證工作，最終建成系統的

史料庫、數據庫，加大本土資源的支持力度，促進中方相關史料的進一步開放，以通過雙邊或多邊檔

案的對比考證，訂正日方部分檔案的訛誤，駁斥日本學界的種種謬論。 只有將該時期日本侵華史的

實證研究全面推向深入，方能認識和揭示該時期中日關係史及東亞國際關係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使
該時期的歷史闡釋獲得理性真義與客觀建構，為全面侵華史與抗戰史的研究提供有益補充。 無論

是在實證操作還是範式建構層面，這無疑都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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